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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提出的問題是：「天下」的視野如何構成了空間秩序？「天下」與「共生」

為何存在著不可化約的悖論？「餘」的視角可否作為批判分析的起點？ 

本文的基本命題是，「天下」是一個視野的問題，一個既立足於世間、又超越於世

間的視野。君臨天下，不同的國君看到了不同的版圖，而隨之征戰，併吞不同邊疆部

落的領土，並且以治理術穩定統治的秩序。「天下」的版圖與邊界的移動，見證了漫長

的土地爭奪歷史，以及伴隨著的治理暴力。每一次的邊界遷移，都是具體的殘酷行

動。中國史就在漢族擴張收縮以及其他族群相互傾軋之間，在世界史發展的總的傾向

之間，展開了其伸縮變化的曲線。「宅茲中國」的「宅」與「中國」，標記著無法化約

的死亡地形學。 

本文首先透過施密特對於「大地之法」的分析，說明「法」意味著「空間秩序的

安排」，必然牽涉了土地佔取、分配與生產的過程，繼而提出中國傳統「天下觀」的

視角，恰恰說明了「大地之法」土地爭奪原理的啟動機制。其次，本文藉由趙汀陽的

論點，檢討中國的天下秩序如何展開了疆域擴張的動態地形學，思考「天下」視野是

在什麼立足點所捕捉？如何勾勒其版圖？如何分配其空間秩序？本文指出，「中國」

時時刻刻在變，其實一直不是同樣的「中國」；或者說，「中國」非「一」，中國是複數

的，此「一」並非彼「一」。第三，本文回到歷史，說明「天下」的政治神學如何形

成，「宅茲中國」的「宅」如何遷移，以什麼物質條件來執行？版圖變遷的代價是什

麼？維護秩序的制度是什麼？為何天下帝國的擴張具有殖民性格？本文檢討趙汀陽、

葛兆光、汪暉、杜正勝與許成鋼幾位學者的論點，並指出天下擴張的殖民性格以及物

質性部署。天下版圖的變化曲線實際上代表了疆域變遷的殘酷地形圖：「禮」是作為

穩定內外上下以及強迫同化的文化秩序策略，而「刑」必然永遠隨著「禮」而出現，

並以征戰兵武與教化控制而彰顯勢力範圍。第四，本文討論 21 世紀的中國如何以「天

下一家」、「和諧共生」等政治修辭，透過「一帶一路」，鋪展其天下版圖，形成了什

麼樣的新天下圖景。本文提出的問題是，為何在此數位天下的基層，出現了前現代保

甲制度模式的網格化管理。最後，本文提出明末思想家方以智所思考的「物論」以及

「餘」的位置，作為視角轉移，強調相對於「天下」的膨脹擴張視角及其物質性部

署，「餘」提供了不同的視角，得以分析「天下」的極限及其所遮蔽的陰暗處，作為

思考殖民認識論的批判性分析之起點。 

  



 3 

Abstract 
This paper asks: How does the vision of tianxia constitute a spatial order? Why does an 

irreducible tension persist between tianxia and co-existence? Can the perspective of “surplus” 
(yu) provide a critical point of departure? 

It argues that tianxia is fundamentally a question of perspective—a vision both 
grounded in and exceeding the world. To “rule all-under-heaven” is to produce a shifting 
cartographic horizon through war, annexation, and techniques of governance. Its changing 
boundaries testify to a long history of territorial struggle and the violence inherent in 
governance; each frontier shift is enacted through concrete and often brutal operations. 
Chinese history thus unfolds as a fluctuating curve shaped by cycles of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interethnic contestation, and broader world-historical forces. The phrase zhai zi 
Zhongguo (“to dwell in the center of the realm”) marks an irreducible thanatopography—a 
terrain inscribed by death. 

This paper begins by drawing on Carl Schmitt’s analysis of the nomos of the earth to 
argue that “law” entails the ordering of space, necessarily involving processes of land 
appropriation, distribution, and production. It then proposes tha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ion of tianxia offers a perspective that illuminates the operative mechanism 
underlying such territorial contestation. 

Second, engaging the arguments of Zhao Ting-yang, the paper examines how the 
tianxia order unfolds a dynamic topology of territorial expansion, asking: from what 
standpoint is the tianxia vision constituted? How are its boundaries delineated? How is its 
spatial order distributed? It argues that “China” is never a fixed entity but is constantly 
shifting; it is not singular but plural—this “one” is never the same “one.” 

Third, returning to history, the paper analyzes how the political theology of tianxia 
takes form: how “dwelling in this China” (zhai zi Zhongguo) is displaced and enacted 
through material conditions; what costs accompany territorial transformation; and what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sustain order. It argues that the expansion of the tianxia empire 
bears a distinctly colonial character. Engaging the works of Ge Zhao-guang, Wang Hui, Du 
Zheng-sheng, and Xu Cheng-gang, the paper highlights both the colonial nature and material 
foundations of tianxia expansion. The shifting contours of its territorial map constitute a 
brutal topography of expansion: li (ritual) operates as a cultural strategy for stabilizing 
hierarchy and enforcing assimilation, while xing (punishment) invariably accompanies li, 
manifesting through military force and disciplinary control to demarcate spheres of power. 

Fourth, the paper turns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xamining how political rhetorics 
such as “One Family under Heaven”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together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tend a new tianxia formation. It asks why, at the infrastructural level of 
this digital tianxia, grid-style governance reactivates the logic of the premodern baojia 
system. 

Finally, drawing on the late Ming thinker Fang Yi-zhi’s reflections on wulun (a 
discourse on things) and the notion of “surplus” (yu), the paper proposes a shift in 
perspective. In contrast to the expansive and materializing vision of tianxia, yu offers a 
critical vantage point from which to apprehend its limits and the obscured zones it produces, 
thereby opening a space for rethinking co-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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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大地之法——天下秩序與空間分配 

本文的基本命題是，「天下」是一個視野的問題，一個既立足於世間、又超越於世

間的視野。君臨天下，不同的國君看到了不同的版圖，而展現了不同的治理技術。「天

下觀」驅使君王調整視角，看到更大的版圖，而隨之征戰，併吞不同邊疆部落的領

土，並且以治理術穩定統治的秩序。「天下」的版圖與邊界的移動，見證了漫長的土地

爭奪歷史，以及伴隨著的治理暴力。 

黃帝大敗蚩尤，統一各部落，諸侯尊為「天子」。「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

之，未嘗寧居。」東邊到海，西到空桐（河南虞城東北），南到湘江，北到釜山，「遷

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司馬遷 n.d.）。這就是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

中記載最早的「天下」，也就是黃帝往來遷徙、征戰各部落而統一的河北北部、北京之

西的區域。秦始皇滅六個諸侯國，併天下為三十六郡，一統中原。南征百越、北伐匈

奴，疆域擴及東邊的遼東，西至臨洮，北抵長城，南達象郡，並且執行車同軌，書同

文字，成為統一的中國（ibid.）。漢代武帝是另一個大幅度擴張疆域的皇帝，在位五十

四年期間，打了三十多年的仗。如同班固在《漢書．西域傳》所評論，漢武帝「初通

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外虛耗」（班固 n.d.: 12

冊, 卷 96）；班固在《漢書．昭帝紀》中也評論，「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

耗，戶口減半」（班固 n.d.: 1冊, 卷 7）。西域、南越、東越、西南夷、朝鮮等地的征

服，都是始於征戰，終於土地兼併，繼而移民屯田，設郡屯卒。 

這個征戰歷史，從夏商周三代開始，到清朝結束，歷經一般被承認的最簡化的十

二個朝代；但是，若包括分裂時期以及具有正統性爭議的諸王朝，例如南北朝、五胡

十六國，遼、金、北元等時期，則共有八十三個王朝，各自以不同的國號自我命名。

歷代君王為了要打天下，平天下，服天下，莫不宣稱其治理的天命與正統性。從原本

的氏族部落定居地，到逐步擴張的天下格局，「天下」的邊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盛清

乾隆年間軍事征服深入中亞與東北亞，版圖擴張達到 1300萬至 1470萬平方公里（含

羈縻地），比明朝超出 600萬至 800萬平方公里，甚至在最大的時候達到 900萬平方公

里的差距，僅次於蒙元帝國，比起黃帝時期的「天下」，超出了二十倍，並成為日後現

代國家宣稱主權領土的依據。1  

 
1 可參考（Martin Stuart-Fox 2003）。 



 5 

從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僅舉夏、西漢、五代十國、清代數例，便可

以充分顯示出這些疆域變遷幅度之劇烈。 

圖 1 夏時期全圖（譚其驤 1996a） 

 

圖 2西漢時期全圖（譚其驤 1996b） 

 

圖 3五代十國時期全圖（譚其驤 199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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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清時期全圖（譚其驤 1996d） 

 

施密特（Carl Schmitt 2016[1942]）在《陸地與海洋：古今之「法」變》（Land and 

Sea: A World-Historical Meditation）中指出，世界歷史就是一部土地爭奪的歷史。歷史

變革發生在空間意識與空間秩序的革命過程中，也展現於土地掠奪以及設定空間界線

的立法過程（ibid.）。施密特認為： 

任何一種基本秩序都是一種空間秩序。人們把一個國家或大陸的憲法稱為基本

秩序，所謂的法(Nomos)。真正的、源初意義上的基本秩序，本質上建立在某種

明確的空間界線的基礎上，也就是某種標準和土地分配的基礎。因此，在任何

一個偉大時代的開始階段，都會發生大規模的土地掠奪事件，尤其是每一次地

球圖景的重要改變都與國際政治的變化、新的領土分割以及新的土地掠奪聯繫

在一起的。（ibid.: 41）  

施密特（Schmitt 2003[1950]）在《歐洲公法中之國際法的大地之法》（The Nomos 

of the Earth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Jus Publicum Europaeum）一書中，更為明確

地展開了他對於「法」的分析。「Nomos」一般翻譯為「法」，也指傳統、習俗與規

範。不過，施密特指出，如果僅僅停留在「律法」的理解，就會忽略了這個活動根本

的佔取本質。這個源自於希臘動詞「nemein」的「Nomos」，「法」，意味著佔取、

分配與生產。人類歷史總是隨著土地的佔取、劃分、使用、墾殖而展開，包括了遷

徙、殖民、征服以及地理大發現，也意味著「法」的制定，以及「空間秩序的安排」

（the ordering of space）（ibid.）。 

施密特指出，不同時期對於「nomos」的詮釋反映出社會經濟條件的改變。遊牧時

期牧人的法則（nomeus）是滋養他的羊群，君王則照料他的人民，這個時期的政治與

經濟是分離的。到了城邦時期的「家屋治理」（oikos-nomia），則已經是政治經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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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不分，開始了土地佔取以及分配的治理模式，也建立了父系

家長制的權力結構。2 施密特也指出，「Nomos」雖然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意

義，但是根本上是以「Nahme」作為第一個階段，因此必然具有佔取擴張的帝國性

質。3 「Nahme」與「name」有關聯，牽涉了佔取、命名、擁有以及確認權力範圍的

行動；換句話說，除了佔取－分配－生產的活動之外，「Nomos」具有權力朝向可見

性展開的奠基與立法構成的面向，也就是命名、權力、可見度、公開化與儀式性的活

動（Schmitt 2003[1950]: 345-349）。  

施密特將人類居住的大地視為一個整體，而以「Nomos」的概念進行分析這個大地

之上人類活動的共通法則。根據施密特的說法，人類歷史第一階段的大地之法，從佔

取土地、圈地、墾殖、生產與使用開始發展；這個階段的人們建築圍籬與城牆，只知

道自己的世界，而並沒有全球的想像。但是，十六世紀歐洲向外擴張，發現了更大的

海洋與更大的陸地之後，第二階段的大地法便開始進行。除了對於陸地的佔取之外，

也包括了對於海洋的佔取：從發現美洲到最後發展為十九世紀對於亞洲的瓜分，延續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施密特指出，帝國主義以殖民擴張作為社會問題的解決途徑，

證實了竊取搶奪的公開化。無論是社會主義者或是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都無法避免奪

取、分配、生產的基本人類社會活動，也無法解釋產業革命之前的土地資源佔取，或

是解決產業革命之後的產業佔取，更無法實行合理的再分配（Schmitt 2003[1950]: 324-

330）。 

對於施密特而言，第一階段的陸地佔取與第二階段的海洋佔取呈現了不同的意

義。施密特認為由於歐洲內部是基督教世界，一個具有同質性的「大空間」

（Großraum）或是「經濟體大空間」（Großraumwirtschaft），因此有一個可以共同維

繫的秩序；若是發生戰爭，也會在基督教世界以及神聖羅馬帝國的律法下，維繫特定

的勢力平衡。然而，向海洋拓展的勢力，則打亂了這種平衡。不同於國家、殖民地、

保護國等勢力範圍佔取土地的劃分模式，海洋的特性是自由與開放的海洋。沒有任何

 
2 施密特根據普日瓦拉（Erich Przywara）的字源學研究指出，「nomos」是猶太人被放逐後才形成的律
法概念，荷馬史詩中多處出現「Nomos」的使用，尤其是重音在後的「Nomós」，意指牧草地
（pasture），或是一塊可居住之地（a dwelling place），與律法概念無關。此外，Przywara也指出，
舊約聖經創世紀中「pneumatic logos」與「oikonomia」有根本關聯，「oikos」意指神的家（the 
house of God）；神的家之下的律法是統一的，因此，經營神的家就是宇宙的律法。斐洛（Philo）對
比了摩西律法五書（《創世紀》、《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中對於

土地佔取以及分配的律法概念與法利賽人的律法概念。斐洛認為「nomos」是法利賽人建立起來的概
念。同樣的，荷馬史詩中的英雄也沒有律法概念。（Schmitt 2003 [1950]: 336-345） 

3 施密特明確提醒我們：「即使在今天，僅僅記得 nehmen（取佔）與 Nahme（命名）構成一個實質性
的問題，而不提及它們同時也意味著殘酷的帝國主義、原始的犯罪性，以及對進步的施虐式對抗，

都是不安全的。」（Schmitt 2003[1950]: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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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可以被不同國家開採，當然這也意味著對於發動戰爭的自由。海洋權力（sea 

power）成為關鍵性因素，擁有海權，便可以擁有全球的海域，也可以發動全球性的戰

爭。關於陸地戰爭的國際法也不同於海洋戰爭的國際法：陸地戰爭不是兩國人民之間

的戰爭，而是兩國軍隊的戰爭，只有敵軍是敵人，而國際法不會涉及人民的私有財

產；然而，海洋戰爭則是貿易戰爭，任何與敵方有貿易往來的國家都成為了敵人。私

人的財產可以成為海上圍堵之下合法的戰利品。施密特認為冷戰時期是第三階段的大

地法，所謂的歐洲中心的大地法已經被瓦解，而轉向了西方與東方的對峙，這也是海

洋與陸地的對峙。面對五十年代的冷戰局勢，施密特曾經提出新的「大地之法」發展

態勢的三種可能形式：第一種形態是美蘇對峙的局勢中，其中一個勢力戰勝另一個勢

力，顯然施密特並不看好這個發展趨勢；第二種形態是回到第二階段的模式，但是讓

美國取代過去英國所扮演的角色，維繫全球的勢力平衡，這是當時明顯的趨勢，但是

並不確定可以維持；第三種形態則是多個獨立的大空間之間的平衡，也是施密特對於

未來發展的期待（Schmitt 2003[1950]: 354）。 

施密特的立論，顯然是以歐洲中心的視角所描述的世界史，而且是以強權作為維

繫平衡的基礎。他在 20 世紀中期的判斷令我們訝異，因為目前的世界局勢似乎是朝向

第三種模式發展，也就是多極強權平衡發展的時期。但是，所謂的多個內部同質大空

間的假設，並無法保障各別「大空間」內部不會發生佔取、剝奪與壓迫的權力運作，

以及不同大空間之間擴張的競爭關係。此外，雖然 1989年蘇聯瓦解以及冷戰結束，後

續發展卻出現了各種歐洲內部的邊界戰爭，非洲的內戰與種族清洗，東亞地區的海域

爭奪，緬甸軍政府政變與羅興亞難民。進入 21 世紀，短短二十年間，我們更目睹了中

國崛起、中東戰爭、俄烏戰爭、加薩戰爭等大規模的空間秩序爭奪之勢。各種物質條

件的改變與科技技術的發展，也更促使不同地緣政治對立方式的巨大改變，甚至是多

極強權競爭的態勢。 

本文提出的問題是：21 世紀仍舊進行中的大地之法，是以什麼邏輯進行的？中華

帝國的「天下」概念，是否可以協助我們重新思考空間秩序的問題？趙汀陽以及其他

中國學者所提出的「天下」理念，使世界成為一個再無任何外部性的萬民共享社會，

所謂「協和萬邦」的大一統國家，使萬民萬物共生的理想，可能實踐嗎？ 

更無法迴避的問題是，「天下」的構想背後，是誰的視角？「天下」的物質性實

踐，具體而言，要如何達成？「天下」的秩序，如何被宣稱、描繪、維持，或是擴

張？「天下秩序」為何出現了權力擴張的殖民性格？「天下秩序」之下，是否有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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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換一個角度來思考，「天下」是否恰恰說明了「大地之法」的土地爭奪原

理？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土地爭奪背後的動機？ 

本文的核心論點是，「天下觀」的視角，解釋了「大地之法」土地爭奪原理的啟

動機制與動力來源。中華帝國的歷史過程顯示，天下視角可以透過武力擴張、儒教官

僚體系以及禮制基礎建設，而完成了歷代不同族群政權爭奪與遞嬗的權力結構以及治

理模式。本文將說明，「天下秩序」提供了不同於施密特「大地之法」的空間秩序。

作為土地爭奪的原理以及啟動機制，「天下」是一個宣稱領土所有權的動機與說詞：

皇帝作為「天之子」，擁有天命的合理性與正當性，配置以儒教政治神學的官僚體制

與論述架構，而使得「天下」得以體現明確的內外區分與尊卑秩序。這是一整套殖民

認識論的操作。 

以下，本文第二節將先藉由趙汀陽的論點，檢討中國的天下秩序如何展開了疆域

擴張的動態地形學，思考「天下」視野是在什麼立足點所捕捉，如何勾勒其版圖，如

何分配其空間秩序。本文將指出，「中國」時時刻刻在變，「中國」非「一」，此

「一」並非彼「一」。本文第三節回到歷史，說明「天下」的政治神學如何形成，「宅

茲中國」的「宅」如何遷移，以什麼物質條件來執行，版圖變遷的代價是什麼，維護

秩序的制度是什麼，以及為何天下帝國的擴張具有殖民性格。本文檢討趙汀陽、葛兆

光、汪暉、杜正勝與許成鋼幾位學者的論點，並指出天下擴張的殖民性格以及物質基

礎。本文說明，天下版圖的變化曲線，實際上展現了疆域變遷的殘酷地形圖，「禮」

是作為穩定內外上下以及強迫同化的文化秩序策略，而「刑」必然永遠隨著「禮」而

出現，並以征戰兵武與教化控制而彰顯勢力範圍。第四節，本文討論 21 世紀的中國如

何以「天下一家」、「和諧共生」等政治修辭，透過「一帶一路」鋪展其天下版圖，

而形成了什麼樣的新天下圖景。本文質問，為何在此數位天下的基層社會結構，出現

了前現代保甲制度模式的網格化管理與思想控制？最後，本文提出方以智所思考的

「物論」以及「餘」的位置，作為視角轉移，強調相對於「天下」的膨脹擴張視角及

其殖民認識論的物質性部署，「餘」提供了不同的視角，分析「天下」之極限，及其

所遮蔽的陰暗處，而得以作為思考共生的批判性分析之起點。 

 

二、中國的天下秩序，如何展開了疆域擴張的動態地形學？ 

（一）趙汀陽的「天下」理念 

趙汀陽的「天下」理念是 21 世紀天下觀的代表性模式。他將世界作為一個政治單

位，超出國家尺度，意味著整個世界範圍內部都被包含於天下之內，沒有任何歧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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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拒絕性原則，不會否定某些人參與天下公共事務的權利，執政權利是對世界上任何

民族開放的（趙汀陽 2003; 2015; 2016a; 2016b; 2016c; 2023）。「天下／帝國」的理念

以「無外」為原則：所謂「無外」，英文翻譯為「inclusive」，意味著「只有內部而沒

有不可相容的外部」，只有內在結構上的遠近親疏關係，而沒有不二的「他者」。至於

中國歷代所稱之「蠻地番邦」，趙汀陽認為，在「無外」的天下之內，沒有被設立為不

可共存的對立面或是異端的他者，沒有被定義為意識形態和種族上的受歧視者。因

此，他認為「天下」理念可以克服文化原教旨主義，並且以「名」來定義社會位置，

承擔責任。「天下」理念是面對世界的責任（趙汀陽 2015）。 

趙汀陽相信，在這個具有理想性與烏托邦性格的「天下理念」之下，可以建立超

越單一國家的「普遍秩序」：「世界秩序的建構首先需要承認『天下無外』的先驗概

念，然後以世界內部化的政治邏輯去建立世界普遍秩序。」（趙汀陽 2015）趙汀陽強

調，天下理念是一個理論準備，提供了世界先驗一體性觀念、他者哲學以及和諧理論

的框架，等待被實踐（趙汀陽 2003）。趙汀陽進一步以「博弈論」與「漩渦論」，解

釋中國歷史連續而重複的動力：「中國作為漩渦動力模式，具有向心力與自身強化的力

量。中國的擴展不是來自向外擴張的紅利，而是來自外圍競爭勢力不斷向心捲入漩渦

核心的禮物。」（趙汀陽 2015; 2016c）。 

在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中國作為一個政治神學概念〉中，趙汀陽解釋，天下

秩序能夠化解漩渦的激烈衝突，形成一個兼容並蓄而萬民共在的大一統國家，也創制

了權力分治的一體模式。天下體系作為中國古代整體運行所內嵌的「深層基因與密

碼」，展現出內含天下的中國是一個神性的存在。在歷史過程中，以中原為漩渦形成的

聚點，不斷擴大，使世界成為一個再無任何外部性的萬民共享社會，所謂「協和萬

邦」的大一統國家。趙汀陽指出，這個大一統國家是和平生息的需要，而根據《周

易》的存在論原則，說明「生生」乃是存在的根本目的，有利於萬物萬民的存在狀

態。除了大一統的信念之外，還有勢不可擋的客觀動力：以中原精神為號召，歷史行

動者參與這場長期的博弈遊戲，使中國成為萬民匯集之地，多線索交織而成，多族群

文化互化，促使歷史過程不斷重複發生；逐鹿中原，如同有強大向心力的漩渦模式，

相關者抵抗不住漩渦的誘惑而前仆後繼地主動加入遊戲，這個博弈漩渦逐步擴大，最

終達到穩定形成的「廣域中國」。根據趙汀陽的理論，基於這個中原聚點模式，中國以

「天下」為內在結構，在歷史變遷中無限開展，「存在尋求自身永在」，生生而日新的

方式（趙汀陽 2015; 201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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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汀陽以「變－在」作為解釋中國歷史連續性的「存有論」。他認為，中國的精神

世界始於新石器時代，而基本成型於周代。中國思想框架中，存在是以「變」為

「在」，因此，他所提出的存有論，是以《易經》為本的觀點：「以變而在」的存在

（ontology of becoming）。中國存在之本在於其「變在」之方法論，他稱之為「作為方

法論的中國」。作為方法的中國一直保持屬於自身之「今」的歷史時態，中國也因此

「仍然是中國」（趙汀陽 2016a: 5-13）。 

為了解決當今世界的問題，趙汀陽進而試圖提出一個「新天下體系」：新天下體系

是一個謀求人類普遍安全以及共享利益的制度，是「世界的『無外』（inclusive）監護

體系」，「監護世界以共在（coexistential）方式作為存在方式，放棄自現代以來的排他

（exclusive）存在方式，從而避免人類命運的徹底失敗」。他強調，天下體系並不包含

帝國的征服性、霸權性和敵對性；相反地，天下體系具有兼容性、共享性和友善性，

因此天下體系具有反帝國主義特性，並且是以「關係理論」為準的普遍共在關係為秩

序（趙汀陽 2016b: 5-22）。 

關於「天下觀」，有不少中外學者為其辯護。松平德仁（Tokujin Matsudaira）便

是其中之一。在一篇文章〈天下，或是另一個大空間？〉（“Tianxia or another 

Grossraum?”）中，他提出天下概念是一個中性政體模式的理想型，「天下」代表中國

經典所傳達的理想國際關係，是一個共和體系（res publica），是各國之間透過共同遵

循的法律規範，而共同維繫的合法化關係。松平德仁不同意一些日本學者關於日本的

朱熹學派促成日本和東亞威權主義誕生的主張，以及日本軍國主義及右翼發展的原

因。他反對儒教秩序必然是威權主義的說法，並認為「天下」的王道模擬自然秩序，

是政權中立性質的理型（regime-neutral ideotype）。此外，他認為明清時期的內縮政

治，正好與同時期西方帝國擴張與殖民統治的模式相反（Matsudaira 2022）。 

然而，這種講法大有問題。明清時期恰恰是專制集權極盛時期。明朝東西廠與錦

衣衛對於人民思想的嚴厲監控，清朝擴張領土，殖民邊疆部族，同時進行內部種族化

的治理以及延續數代的文字獄，乃是不爭之事實。松平德仁認為明清之際中國內鎖，

而無擴張，是對於歷史的無知。他所提及老子、孔子、孟子與易經等思想典籍對於

「天」的說法，其實彼此不同，也不見得是日後君王所想像的「天」與「道」。 

另有學者以「文明型國家」（civilization-state）來說明中國的「天下」，指出其烏

托邦性格以及朝向理想的規範性，而具有成為國際主義的潛力。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認為中國歷史、價值觀和治理模式與西方國家截然不同。中國的崛起將徹底

改變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秩序，但中國不會變得像西方一樣，而是會以其獨特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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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塑造世界（Jacques 2009; Tang 2023）。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其政治和文

化影響力也將迅速擴展，並重塑全球權力結構。 

這些學者假設中國朝代替換是延續了同一個文明型的帝國型態，但是，正如米華

健所言，這種說法其實抹除了多個族群的複雜差異，也美化了殖民主義操作的事實

（Millward 2024）。本文第三節將繼續深入分析天下的殖民性格以及其物質性部署。 

 

（二）趙汀陽「天下體系」歷史詮釋的悖論 

只要仔細閱讀趙汀陽的歷史詮釋，便會清楚看到其中的悖論。 

趙汀陽以規範性建構論所提出的「天下體系」，以正面方式提出關於帝國的理想

型，並且以「變－在」的存有論，說明中國漩渦模式持續擴張並且維持大一統的歷史

連續性。趙汀陽的提法暴露出了明顯的內在矛盾。趙汀陽認為中國天下體系之下，不

會如其他帝國一般存在著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對立；中國只有邊疆（frontiers），而沒

有邊界（boundaries），天下體系甚至沒有文化邊界的存在。 

這種「正面」（positive）提出的理念或是宣稱，以歷史中不同時刻正面地發展的論

述為依據，會忽略了歷史發展中不同歷史環節「彼時當代」必然同時存在了不同的時

間性，不同軌道交會的不同身體，以及各種負向(negative)運動以不同方向溢出的思想

情感空間。不同的身體攜帶著不同的主體經驗與歷史痕跡，交會碰撞時更會產生不同

的運動，發生不同的思想空間，也會促成不同的歷史發展方向，甚至是背向發展的軌

道，或是正負並存的空間。換句話說，忽略了物質性辯證運動的複雜體系，就會簡化

天下的組成份子，也就是各個部落族群的生存空間與生存狀態。每一個存在，都有不

同的時間性，不同的主觀經驗與歷史過程。 

如果無法認知這些組成份子各個不同，各有各的立足點與權力關係，「天下無外」

的歷史詮釋便會出現去歷史化與去時間化的盲點。否認相互之間的差異，更意味著看

不到他者的存在，聽不到他者的聲音，無法體會他者的處境，也不會因為相互體會而

調整自身的立足點，讓出轉圜的共生空間。 

此外，趙汀陽提出「天下體系」的漩渦運動，忽略了空間的多重複雜性。歷史運

動是多點進行的多重權力漩渦，而不是以一點為核心的向心運動。如果我們要討論

「歷史本體論」，也就是歷史運動的「存在－邏輯」（onto-logy），我們必須認知到歷史

環節中以進行式的存在運動並不是預先決定的目的，而是在不同歷史時空與不同物質

條件之下，不同行動參與者攜帶著不同的背景與目的，偶然交會形成的。歷史過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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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重複發生的向心漩渦，而是不同權力中心與不同的存在意志出發，而發展出不同

幅員或並行或交錯重疊的擴張運動。 

我們可以透過多點漩渦的模式來思考這個複雜的過程。「天下」的視角，其座落處

乃為一個「虛位」，任何人都可以取而代之。所謂「逐鹿中原」，並不是地理位置的

「中原」，而是任何人可以宣稱天命所歸的「虛位」，一個變動的權力中心。佔據此

「虛位」者，仍舊有其主觀位置，而必然存在著界分我他、內外以及高下等差的張

力。「中國歷史」中驅逐異己、排除非我族類的名份、策略、制度以及刑罰，歷代皆

然，罄竹難書。儒表法里或是陽儒陰法的共構，更是展現無遺。所謂的「中原」，只是

其中的一個聚點。同時段發生的多點運動，或大或小，可能會重疊，也可能會被併

吞，更會有不同的歷史敘事出現，例如中亞史觀、東南史觀、曼陀羅史觀、俄羅斯史

觀等等。 

趙汀陽所說的以中原為聚點，有強大向心力的漩渦式逐鹿中原，是一個假象；或

者，可以說，是單一固定視角所看到的片面歷史運動。趙汀陽以「變－在」

（becoming）作為存在論，而不是存在本體（being）。他強調中國存在之本在於其

「變在」之方法論：「一直保持屬於中國自身之『今』的歷史時態，中國也因此仍然是

中國」。（趙汀陽 2016c，重點為筆者所加） 

這個弔詭的論證，實際上指出了相反的事實：「中國」時時刻刻在變，也一直不是

同樣的「國」或是「天下」。「中國」非「一」。「中國」是複數的。此「一」並非彼

「一」。「中國」的名稱，只是眾多王國以主觀位置佔據「天下」而自我宣稱的地理空

間，而非性質上的同一。 

趙汀陽強調「仍然是中國」的意圖，是對於「一」的堅持，以「一」統「天下」，

否認「多」的存在，並且要以「一」遮蔽「多」，以「一」壓抑「不同」；簡言之，這

是企圖以儒教「天下」作為「一」的理據，以仁義道德之名，區辨名分地位，確立

「華」的文化優越性與核心地位，而執行擴張天下的統治。 

換一個角度來思考，因「變」而「在」的政體，其實都是不同主觀立場以及不同

形式的「中國」或是「我朝」。雖然沿用了前朝體制，卻都是不同的「國」或是「王

朝」，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定義「天下」，以致於沒有一個「國」可以自稱所有不同的

「中國」皆歸屬於己，或因歷代不同的複數「中國」而證成自身獨一而千年不變的完

整主權。 
 

三、「天下」的變化曲線與及其殖民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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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的政治神學以及「宅」的遷移與視角的擴張 

 「天下」作為「理念」，忽略了「天子受天命居中國治天下」的皇帝制在歷史過程

中的物質性實踐，以及此實踐具體呈現於併吞、征服、殲滅、強迫同化的武力暴力與

制度暴力。 

甘懷真在《天下的誕生：巫教、上帝與儒教國家》（2024）以及《皇權、禮儀與

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2022）等著作中，透過巫教、禮儀以及儒教經典

詮釋，對於「天下」提出了相當具有說服力的說明。「天」的宗教制度成立於商代，

約西元前十三世紀之後，商是中原王權的共主，佔據河南、河北南部與山東西部。

「天」衍生出天下、天子、天命、天理。漢儒要恢復周禮，而建立了郊祀禮，祭祀昊

天上帝。天下的範圍是中原王權的範圍。穩固這種中央集權的皇帝制論述，以董仲舒

的《春秋繁露》最具有代表性。《春秋繁露》提出了名分論的宇宙觀。宇宙間有諸

神、萬物與萬民，各有其「名號」，佔據宇宙中的一個固定的位置，其範圍是

「分」。天子是「天之子」。天與天子之間，存在著「孝」的關係，由天子執行的祭

祀所維繫。郊祀禮的成立，標示了宗教國家的成立。從漢到清，中國不同政權都祭祀

一位上帝。當然，這個「天」也會被其他宗教接納，例如北魏以佛教為國家宗教，而

天子是護持佛法的聖王。南朝或是其他外族建立的各王國亦是如此（甘懷真

2022[2012]; 2024）。 

甘懷真認為一般人對於天下概念存有誤解。他解釋皇帝宣稱「治天下」，並不是

要征服並治理全世界。但是，有別於甘懷真的論點，本文強調，「天下」是一個治國

者的視野，也是一套合理化自身統治地位的修辭。「天下」作為政治神學的論述基礎，

天子為天命所歸，受天命而統天下，以「天下」為尺度，超越於氏族集團或是不同部

落所建立的城邦國家，其實正是以主觀位置的視角與尺度，將所有天底下的世界，納

入治理範疇，並建立儒教所提供的「名」與「法」，區分「分位」，建立天下秩序。平

天下者，透過土地佔取、倫理規範、禮儀教化、科舉考試以及官僚體制，輔佐以思想

控制、懲處悖逆、不敬以「刑」，而充分發揮穩定治理的技術。 

中國周邊民族，包括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回紇、吐蕃、越

人、氐族、羌族，以及無數消失的民族，在歷史過程中，受到中原以及周邊族群的勢

力擴張影響，時常處於被征服、驅逐或是被迫同化，而承受差別待遇的殖民處境。然

而，無論是漢族或是非漢族，都會挪用「天下」話語作為治理的政治神學，也都會對

邊疆民族採取「內遷安置」政策，將征服的部落遷入內地，鼓勵通婚，進行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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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無論是漢化，或是胡化，甚至越化、羌化，漫長的歷史過程是不斷融合

的文化過程。但是，在武力擴張的時刻，這些同化便是強迫而殘酷的。此外，不同政

權所奪取的天下，總是挪用已經被體制化的天子之位以及其官僚行政體系，以便宣稱

正統。除了唐宋各朝之外，《金史》金哀宗詔曰：「南渡二十年，所載之民，破田宅，

鬻妻子，竭肝腦以養軍。今兵至不能逆戰，止以自護，京城縱存，何以為國，天下其

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與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托克托 n.d.）《元史》武

宗詔曰：「惟我國家，以武功定天下，文德懷遠人。」（宋廉 n.d.）《清太宗文皇帝實

錄》記載：「我之興兵，非欲取中原得天下也。因遼東官員不行正直之道，貪瀆貨賄，

罔顧是非。」「匹夫有大德，可為天子。天子若無德，可為獨夫。」（覺羅勒德洪等

n.d.）《清聖祖仁皇帝實錄》記載：「公四海之利為利，一天下之心為心。」

（Anonymous. n.d.）《清高宗純皇帝實錄》記載：「朕為天下共主卷知。凡各部民人，

皆欲令其安生，並無彼此異視之意。果事屬兩便，朕無不允。」（Anonymous. n.d.）這

些異族皇帝一旦以天子自居，便以天下為己任。 

不同的天下，以不同的主觀位置佔據，並以種族化的階序區分了人民，進行差別

化的治理模式，甚至執行思想控制與文字獄，以便穩定局勢。不同王朝與不同地區，

有不同的策略。以種族化治理為例，元朝推行「四等人制」，將全國居民按照族群分為

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蒙古人享有最高政治法律特權，色目人、漢人次之，

南人最低。這些階層也體現在官職分配、法律量刑、賦役徵收等層面。清朝分滿族與

漢族，同樣在政治權力、教育、仕途、司法與居住上，都有差別待遇。然而，清朝滿

人政權仍然以「華」自稱，乾隆帝在征服西域，殲滅準格爾汗國，將邊疆化為內地，

成為「新疆」，並頒賜準部《時憲書》時親作詩曰：「伊犁哈薩克，從此入華編。」 

（葉高樹 2024） 

 葛兆光在《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中提出了歷史上的「中

國」是一個移動的「中國」的說法。雖然中國的空間邊緣比較模糊和移動，也陸續出

現各種挑戰中國同一性與中華文明延續數千年的史觀，葛兆光仍舊堅持中國是一個具

有明確邊界、明確領土，並且擁有深入而普遍的同一性生活倫理。葛兆光指出，雖然

歷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間邊界常常會變化，從唐宋以來一直「由國家、中央菁

英和仕紳三方面合力推動的儒家（理學）的制度化、世俗化、常識化，使得來自儒家

倫理的文明意識從城市擴展到鄉村、從中心擴展到邊緣、從上層擴展到下層，使中國

早早地就具有了文明的同一性」。因此，在文化意義上來說，「中國」是一個相當穩定

的「文化共同體」（葛兆光 2011: 25-33）。在《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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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光 2014）繼續強調一個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始終具有延續性以及高度同一性的「中

國」，雖然是一個「移動的」中國，也面對多方不同史觀的質疑，但是，葛兆光仍舊

堅持「中國」是一個穩定的「文化共同體」，不容輕易解構。（葛兆光 2014: 1-32） 

汪暉（2025）在《多重世紀時間：帝國、革命與跨體系運動》 中提出提出「多重

世紀時間」與「跨體系社會」，來解釋中國與周邊民族的關係。他試圖對抗西方現代

性的單線時間觀，而強調不同歷史節奏的橫向交織與體系之間的相互滲透。在汪暉的

詮釋框架中，「世紀」標誌著一種全球同步性的出現，但此同步性內部始終由多重時

間性構成；中國歷史亦被理解為處於帝國、民族國家與區域秩序交錯之中的長時段生

成，而非封閉的國族敘事。此一觀點鬆動了以主權國家為中心的歷史理解，並將西

域、西藏、蒙古、臺灣等邊疆轉化為動態界面，而非被動邊陲。 

然而，在汪暉這種「跨體系」的流動敘事中，帝國權力的暴力基礎被抽象化為體

系互動的結果；屠殺、強制同化、語言與宗教的抹除，不再構成分析的核心，而被稀

釋為歷史過程中的「交織」與「重組」。跨體系社會消解了帝國與民族國家的界線，

卻同時遮蔽了支撐這些連結的權力不對稱，使帝國擴張在理論上被去暴力化與去責任

化。對照之下，「天下」不僅是倫理想像或秩序理念，更是一種持續推動領土吞併與

人口重組的治理衝動，其歷史運作深植於殖民制度的生成與種族化階序的鞏固。若不

正視這一殖民性底層，所謂「多重時間」終將淪為一種和諧敘事：在時間的共在之

下，漫長的時間過程被抹除，不同時間的苦難也被掩蓋而消音。真正回到歷史的解殖

分析，必須重新將暴力、不對稱與被抹除的時間性置於理論核心，而非將其吸納為體

系之間的中性流動。 

趙汀陽的「漩渦理論」與「變－在」存有論所說明的「中國／天下／帝國」的論

點，葛兆光承認歷史中移動但是維持穩定「文化共同體」的「中國」，以及汪暉的「多

重世紀時間」與「跨體系社會」，正如眾多強調中國歷代穩定延續的學者一般，避重

就輕地肯定了以「天下」為己任，並且具有文明「同一性」的中國，而輕輕放下在這

個漫長歷史過程中多重漩渦運動所造成的邊界「移動」效果，一次又一次的征服、屠

殺、殲滅異族、強行移民實邊，進而編戶齊民強迫同化的殖民手段。這種殖民認識論

的無意識操作，不僅遮蔽了歷史過程的暴力，更賦予了其正當性。 

 回到歷史，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歷史中移動的「天下」，移動的「中

國」，是在不同的氏族權力集團或是異族鄰邦掌握政權之下，透過軍事擴張，征服他

族，納入版圖。無論是遷徙本族人口填補新征服的邊疆地區，或是強迫遷移外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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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內地，以便進行同化，這個變遷的歷史過程，都正是土地掠奪與領土擴張的動態

地形變遷史，也是典型的帝國擴張與殖民模式。 

我們可以說，「天下」視角的膨脹擴張，是受到了權力擴張的驅動，並且具有征服

性與殖民性。「天下」的視野背後，是權力位置的立足點，展現了氏族集團以及邊疆族

群的擴張或是收服鄰邦的野心與抱負。每一次的邊界遷移，都是具體的殘酷行動。中

國史就在漢族擴張收縮以及其他族群相互傾軋之間，在世界史發展的總的傾向之間，

展開了其伸縮變化的曲線。「宅茲中國」的「宅」與「中國」，標記著無法化約的死亡

地形學。 

杜正勝（2023）於 2023年出版的一本有意思的小書《中國是怎麼形成的：大歷史

的速寫》，也提出了「何謂中國」這個問題。杜正勝指出，周初銅器何尊銘文所記：

「余其宅茲中或（國），自之（乂）民。」乂，意指治理，或，則是由囗與戈組成，意

指周武王以武力攻克殷商，成為共主而建都所在之地，也就是成周，今日洛陽。其他

古籍所指「中國」，也指周王直接統治區域，而不包含眾邦的天下。「中國」所在的位

置以及區分的內外，隨著朝代的更替而遷徙，天下秩序也隨之更迭。中國的「天下秩

序」很清楚地顯示於史書中的四裔論述、五服制以及王會篇、職貢圖等古籍中。二十

五史中，除了司馬遷的《史記》以匈奴、南越、東越、朝鮮、大宛等國名作列傳，西

南的部落酋邦則以「西南夷」稱之，其餘各朝史書，則依循著夷夏之別，以東夷、北

狄、南蠻、西南夷等稱之（杜正勝 2023）。這種天下秩序以邦內「甸服」、邦外「侯

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之五服制，並且規範其職掌的

祭、祀、享、貢、王等不同任務，區別獻祭、進貢異物或是奉周為王等不同位階。4  

 
4 《逸周書・王會篇》描繪了四裔進貢的場面，內臺是「中國」，也就是華夏諸邦，外臺之外則是四
裔。各朝代不同版本的《職貢圖》，則以圖像紀錄了當時蕃客入朝進貢的景象。以1818年的朝貢圖
所顯示，進貢的國家包括朝鮮、琉球、安南、老撾、暹羅、蘇祿、緬甸、荷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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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王會篇的天下藍圖，杜正勝根據《逸周書・王會篇》繪製（杜正勝 2023） 

 

杜正勝在小書結尾處提出一個問題：中國的天下觀以及各朝正史對於「四裔」的

記載，展現出了高高在上的位置，而沒有與列國平起平坐的世界觀。當前中國崛起

「一帶一路」的佈局，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號召中，是否仍舊可以「嗅聞到

『五服』、『王會』和『職貢』的氣息呢？」這種古典的「基因」，當前以什麼形式

出現呢？ 

杜正勝跳躍式地拋出這些問題，其實是在間接地回應當代學者念茲在茲而試圖介

入「何謂中國」的問題。本文在分析「中國」非「一」的論點同時，也要提出另外一

種問法：「天下」的變化曲線如何展現了其殖民性格？中華帝國的歷史，是否就是一

個不斷遞嬗的殖民歷史？這個殖民歷史如何透過儒法並用而兵武相隨的治理術，穩定

其政權？這種天下秩序的論述，為何在 21 世紀復出？如何透過物質條件與地緣政治，

建立起其物質基礎建設？ 
 

（二）天下擴張的殖民性格 

在檢討殖民主義的學術歷史中，中國從來沒有被放入視角之內。論者多半指出，

中國從來沒有被殖民，或者頂多被描述為被資本主義帝國擴張而半殖民社會，因此也

不會涉入後殖民論述。 

何謂「殖民」？「殖民」意指一個國家以強制的管理模式，控制殖民地的人民以

及地區資源，從而獲利，並使這個地區的人民沒有自主決定的權利。奧斯特哈默

（Jürgen Osterhammel 1997）的《殖民主義：理論概論》（Colonialism: A Theoretical 

Overview）雖然簡要，卻已經提供了具體的定義：殖民主義是多數原住民與少數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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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者之間的關係。遠方首府的殖民者決定了影響殖民地人民生活的各種決策，並且

堅信自己的文化優於被殖民者的文化，也因此賦予自己治理這塊土地的必要性。

「Colony」最早是指羅馬帝國時期所用的詞彙，意指在荒地移民墾植的農地，亦指帝

國征服之領土的貿易或是軍事的前哨基地。當前學術界所研究的殖民歷史，通常是指

西歐國家結合了資本主義的帝國擴張。到了 1914年，被西歐國家佔領的殖民地已經高

到全球 84%的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大部分的殖民地則展開了大規模的去

殖民運動，而成為獨立國家。 

西方學界也發展了大量檢討內部殖民的研究。「內部殖民」的概念最早是由巴勃

羅・岡薩雷斯・卡薩諾瓦（Pablo González Casanova）、安德烈・岡德・法蘭克

（André Gunder Frank）、哈羅德・沃爾普（Harold Wolpe）、麥可・赫克特（Michael 

Hechter）等人的研究先後提出。這些學者討論南非、南美、南歐等地區在殖民時期結

束之後，在世界經濟體系結構下，出現了區域內部不平等發展的內部殖民問題

（González Casanova 1965; Frank 1969; Wolpe 1975; Hechter 1975）。尤根・哈伯馬斯

（Jürgen Habermas）也曾經討論過體制性與系統性的「內部殖民」。哈伯馬斯指出，

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功能理性高度發展，過度依賴經濟制度以及國家管理，以

致於機構化與自動化的官僚系統反轉過來，使生命世界邊緣化，也使得人在社會中被

系統性地物化與片面化，失去了自主的能力。哈伯馬斯以系統性「內部殖民」

（internal colonization）來描述這個現象；一部分的人佔據權力集中的位置，分配資

源，而另一部分的人民卻無法自主與平等地參與社會（Habermas 1987: 305, 318, 327-

331）。  

以結構層面來看，哈伯馬斯所指出的「內部殖民」，除了涉及國家內部社會體制

性操作而造成內部邊界分化與排除，也涉及了觀念結構與知識形態的問題，更靠近本

文的關懷所在。不過，本文要探討的問題並不僅限於西方殖民歷史或是後殖民地區的

社會結構，也不只是區域內不同社會的不平等發展，而希望凸顯這種不平等發展的社

會體制如何在同一個社會發生，以及如何被系統性的知識型所支撐，尤其是在以儒教

仁義道德與王道宣稱的中華帝國歷史中發生。5 

本文轉換視角，將中國的歷史也納入殖民歷史來思考。中國歷史中不同氏族王朝

對於鄰邦或是邊疆部族領土的佔領、併吞、同化，以及以儒教政治神學的等差秩序進

行差別治理，正是帝國擴張與殖民治理的過程。 

 
5 本人曾經在〈知識型的符號混成與內部殖民〉一文中討論過此問題，見（劉紀蕙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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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學界也出現了大量的研究，探討中國崛起的態勢，是否是「中國主導的和平

秩序」（pax Sinica）時代的再度來臨？中國對非洲的開拓，是否是新殖民主義式的資

源榨取？6 針對這些分析與預測，尤其是其中帶有中國威脅論的口吻，捍衛中國的學

者紛紛出面辯護。代表性學者之一的熊玠（James C. Hsiung）指出，中國在 16 世紀以

前已經經歷了超過一千年的中國盛世，並沒有像是 16 世紀以來西方國家所展開的帝國

擴張與殖民統治。21 世紀再次復出，也不會發展出這種帝國模式。熊玠並且以亞洲四

小龍的經濟奇蹟以及金融風暴後快速恢復經濟力，說明這些受到儒家傳統影響的亞洲

國家有其特殊的儒家社會結構。熊玠更強調，以中國帶領的治理系統有特殊的中國美

德與價值，或是儒教資本主義，其特色在於形式上的等差關係之下有非形式的平等，

恰恰不同於西方社會中的形式平等之下卻又非形式性的等差關係（Hsiung 2002; 

2012）。 

熊玠以及其他漢學家所發展「中國模式」的系統論，凸顯了傳統天下觀以及朝貢

體系的儒家倫理與尊卑等差所維繫的和平關係。這種以不平等作為平等的修辭，被當

代諸多歷史學者所批評。代表性學者例如濮德培（Peter Perdue）、迪宇宙（Nicola Di 

Cosmo）、勞拉・霍斯特勒（Laura Hostetler）、米華健（James Millward）等人，他們

從內亞以及西南部少數民族觀點，重新審視大清帝國對於西部擴張版圖的殖民歷史。

這些學者指出，清朝歷經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兩百年的征戰，殲滅準格爾，兼併西

藏、新疆、蒙古、青海、外東北、四川、貴州、安南等地，並且移民實邊，駐兵屯

田，改土歸流，實際上是典型的帝國殖民擴張的操作（Di Cosmo 1998; Hostetler 2001; 

Millward 2024; Perdue 2010）。  

濮德培（Perdue 2010; 2021）指出，漢唐時代就已經開始了在長城之外屯兵，佔領

土地。明代朱元璋也實行軍事殖民，擴張領土。清朝康熙皇帝積極透過屯兵屯田，除

了每一個屯田區駐紮 4000至 5000名士兵之外，執行農業移民，契約勞役，鼓勵開發

商業，更將罪犯流放到邊疆充軍墾荒，甚至擄掠流民，強迫遷移到邊疆。清代康熙到

乾隆年間，平定新疆、蒙古，將四川、貴州改土歸流，下令編撰《四庫全書》，制定

《天下古今輿地圖》，《職貢圖》、《萬國來朝圖》，確立了大清正統的歷史以及天

下的格局。 

迪宇宙（Di Cosmo 1998）也指出，大清的歷史敘述與天下版圖，成為了日後現代

中國的國族認同基礎。大清領土擴張，殲滅準格爾，併吞內亞，以內地控制殖民地，

完全顯現出與歐洲殖民國家如出一徹的模式。十七世紀設立的理藩院，便是專門處理

 
6 可參見（Jörn Dosch 2007; Liu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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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藩事務的機構，通常翻譯為「殖民事務院」（court of colonial affairs, colonial 

office）（Di Cosmo 1998: 294）。理藩院的前身是「蒙古衙門」，管理不在八旗之內

的蒙古。崇德三年（即西元 1639年）改為理藩院，管理地區除了蒙古之外，也包括與

俄國的外交事務，外蒙古，以及陸續攻佔的青海（庫庫淖爾）、西藏、新疆（準格爾

汗國），以及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的事務。這些地區被清朝視為外藩，通過中央機構對

邊緣地區進行統治，實施嚴格的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管理與控制，顯然具有殖民

治理的性質。 

勞拉・霍斯特勒（Hostetler 2001）直接指出，17 世紀到 18 世紀兩百年間，大清帝

國以殖民方式佔領貴州，驅逐並且強迫同化原住人民。18 世紀替康熙皇帝制定編修地

圖的耶穌會教士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與費隱（Giovanni Gherardini Fridelli）以

中國的「殖民地」描寫貴州（ibid.: 102）。米華健（Millward 2024）在研究歐亞十字

路口的新疆如何被大清帝國以「朝貢體系」與「漢化」的修辭，遮蔽了其抹除邊疆少

數民族多樣性的「定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手段時，指出中國學者宣稱中

國從來沒有侵略外族，沒有殖民其他國家，僅透過漢化而維持高下位階的和平關係，

實際上無視於「中國」無數次擴張領土，佔領非漢族的土地，也無視於長時期在這片

土地上多國並存的時期，以至於「中國」僅成為去歷史化的空洞能指（Millward 

2024）。 

從 17 世紀到 18 世紀，清朝陸續將西藏、蒙古與新疆納入版圖。康熙、雍正、乾

隆在歐洲傳教士的協助下，進行全國土地測量，並繪製出康熙《皇輿全覽圖》、雍正

《十排皇輿圖》、《乾隆內府與圖》。流傳最廣的《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

是由黃宗羲之孫黃千人（1694-1771）所繪製。黃千人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將黃宗

羲舊刻輿圖重訂為《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具體展現了乾隆皇帝的天下視

野。全圖東起朝鮮半島，西至蔥嶺，北達黑龍江，南抵南海諸島。除了清代內政地

區、疆域版圖、行政建置之外，另標住處蔥嶺、大西洋、俄羅斯、身毒國（印度）、

暹羅、日本、朝鮮等。（國會圖書館地理地圖部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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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乾隆三十二年（1767）繪製的《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國會圖書館

地理地圖部 1930） 

  

新清史學者著重於大清對於東北、西北、西南等邊疆地區的擴張。但是，從歷史

來說，兩漢、唐、宋、元、明各朝代都以藩屬關係建立了天下的秩序，基本上也都是

具有殖民擴張的性質。7 關於「中國」與「四夷」的殖民關係，杜正勝（2023）指

出，周人時外來的征服者，要東進殖民樞紐的衛國。拜周公東征之賜，大東、小東是

早期周人東進殖民成果豐碩的地區，衛、齊、魯三點為核心，西連成周，建立城邦聯

盟，並向外擴張。編戶齊民，是秦滅六國之後，從周代城邦而轉向帝國政治的體系創

制。中央控制地方的戶口和土地，納入版圖，編戶齊民。帝國之下的齊民耕田納糧，

提供徭役，接受徵調，服兵役，以便保衛政權，正是中國帝國擴張與殖民的治理模

式。除了邦內的甸服之外，其他各「服」都只是帝國以「羈縻」之術對待「非我族

類」，控制其勢力範圍，例如西南與東北地區。 

此外，從歷史紀錄可以得知，通往西域的絲路，並不只是貿易通商而已。絲路具

有戰略部署的功能。漢帝國開拓了絲路，設置西域都護，任務是護道，監管並控制天

山南北兩條道路，聯繫中國本土到中亞、西亞的交通。路上並設置烽燧，派兵守衛監

 
7 周代指九州之外的國家為夷服、鎮服、蕃服。。所謂「番」，是指古代王畿之外的遠方之國，獸足謂
之番，後來以藩屬國稱呼王朝分封的諸侯國以及臣服的屬國。兩漢時期安置歸附的藩屬，包括匈

奴、羗、夷等少數民族。歷史中的藩屬國包括朝鮮（高麗）、琉球、越南、南掌（寮國）、暹羅

（泰國）、緬甸、廓爾喀（尼泊爾）、蘇祿（菲律賓），以及還有位於巴基斯坦的坎巨提，位於俄

羅斯的浩罕、布魯特，位於烏茲別克斯坦的安集延、瑪爾格朗、塔什干，以及阿富汗、不丹、錫金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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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並且執行屯田屯兵制度，以便糧食自給自足，甚至可以徵召西域諸國兵卒，「以

夷狄攻夷狄」。唐朝更在關內、河北、隴右、劍南、江南、嶺南諸道設府州，任用當

地本族人執行實際治理，「用其酋渠為都督、刺史、縣令」。元代實施土司土官制

度，也是同樣的原理。這就是所謂的「間接治理」，高度自治，要納貢與服徭役，但

是不需繳納賦稅（杜正勝 2023）。 

 殖民治理的具體策略，可以從康熙雍正年間四川總督年羹堯施行的屯田屯兵制

度，作為最具有代表性的殖民治理操作。年羹堯奏摺的十三條政策，說明了清朝如何

將蒙古部族所統治的自治領地變成清朝的永久領土，也展現了濮德培（Perdue 2010）

所說的「向外極大擴張後維繫帝國的張力」。年羹堯的十三條政策奏摺內容條如下：

「一、給青海和碩特人定罪論功行賞，二、青海入旗劃定居住地，三、訂定朝貢儀式

與貿易章程，四、分居於青海的喀爾喀人為一部落，五、向青海西番徵稅，招撫藏

番，六、免去達賴喇嘛前往青海貿易的鞍子錢，另定每年恩賜額度，七、制訂青海寺

廟喇嘛制度和數量，八、構築西寧到甘州、卜隆吉的新邊與重劃賀蘭山南山北邊界，

九、增添新邊的鎮營兵馬以為彈壓，十、四川松潘、打箭爐添設鎮營與武官兵數，令

松潘周邊土番村寨為屏障，十一、歸併裁汰鎮營，修改各營馬兵步兵戰守兵等數額，

十二、令直省山東犯人至西寧新邊與卜隆吉開墾，所收糧草充當地軍餉，十三、移提

督岳鍾琪留守西寧、松潘鎮臣周瑛撤回理塘駐守，持續招撫番民。」（陳怡文 2023）

上述措施具體說明了擴張領土、佔據青海、移民實邊、切斷外族宗教權力、編戶齊

民，並將自治地區改為直接統治的殖民治理模式。 

1723年，雍正鎮壓庫庫淖爾（今青海）之後，庫庫淖爾的喀爾喀蒙古人被編入不

同旗制之下，不再從屬於和碩特人，青海這塊領土成為「內地」的一部分，當地藏

「番」將由清朝駐軍監督的土司治理，他們與達賴喇嘛的關係被切斷。1726至 1727

年，川藏交界地區被劃歸為四川。1747年（乾隆 12年）到約 1774至 1776年間（乾

隆 39-43年），兩次大小金川戰役之後，四川西部完全納入中央直接統治。1755年

（乾隆 20年）清軍攻滅準格爾汗國，1759年平定大小和卓，天山南北路，也就是今

日的新疆，全部被納入清朝版圖。準格爾被滅國，西藏地區也被納入清朝版圖，進行

直接管理。雲南貴州等地，也在十八世紀中期乾隆年間的「改土歸流」政策之下，逐

步廢除土司，設立流官，以中央控制。在西部進行一系列軍事征服的期間，乾隆皇帝

於 1757年開始整頓已經逐漸有名無實的保甲制度，頒行「更定十五條」保甲法令，明

確保、甲、牌各層級的執掌範圍，強化對地方官員的問責，推廣循環冊，監控流動人

口。在「化邊疆為內地」的戰爭期間，保甲政策一則強調人口流動的管理，再則要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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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疆人口編戶入籍，便於管理。（葉高樹 2024）建立天下秩序的過程中，軍事征服與

人口管理的密切關聯，昭然若揭。 

  

（三）儒法並用、輔之以刑的天下治理技術 

 擴張之後的天下，要如何維繫其穩定的秩序呢？我們注意到，其實中國的儒教政

治神學所使用的天下觀，並不是儒表法裡或是陽儒陰法，而是君主集權而儒法並用且

輔之一「刑」的治理術與物質部署。 

從漢武帝以及董仲舒開啟的「禮制」，是執行儒教政治神學並且穩固天下等差秩序

的治理術核心。大幅擴張領土的清朝，同樣以「禮制」來強化其治理統治技術。禮制

結合保甲制度的基層管理以及鄉里宗祠的教化規約，再加上科舉考試以及文字獄的施

行，完成了一整套的治理技術。 

 清朝以外族統治中國，從順治開始，就延續宋代制度，奠定孔子為「衍聖公」，舉

行祭孔大典。康熙並延請學者進宮內廷講解儒家典籍；雍正頒定《聖諭廣訓》，皆是四

書五經的精義；乾隆同樣重視孔孟儒家之學，曾經九次到曲阜祭孔，並特別重視聖祖

康熙的《日講禮記解義》，以朱熹的《三禮》為要，包含對政統、正統、治統的延續與

繼承，以及對學統的強調。8 在「禮」的基礎之上，經天地，理人倫，定尊卑，殊萬

物，君臣、夫婦、父子、兄弟，皆有序有節，正是所謂修身、齊家、治國而平天下的

王道。這個等級秩序清楚區分，各有其位，不得僭越，不可犯上，更不可懷疑君主所

制定的法規。清朝內閣禮部負責各種禮儀典章制度，在各州各縣開設各級學校，並以

四書五經，尤其是朱熹的《三禮》，作為科舉考試的依據，以此選才，擴充官僚體制。

禮部雖然負責國家禮儀、教育、外交等事務，卻不負責書籍編纂出版。重要的典籍，

例如《禮記》、《欽定大清通禮》、《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以及《四庫全書》的編

纂，都是奉敕纂或是奉敕編修，也就是皇帝下令組成特別的小單位，專門負責從撰寫

到校對刊印的過程。 

奠基於鄉里的保甲制度，是一種最爲基層的維安治理。十戶一甲，十甲一保。某

一戶犯法，則整個甲或保的居民都會受罰。保甲制度可以追朔到商鞅變法，編什伍，

施行連坐制，是一種將軍事管理運用在民間基層戶口管理的制度。北宋王安石變法，

制定保甲法，開始了嚴密的組織結構，以維護治安、查舉犯罪為主要目的，加上武裝

動員以及連坐法，來落實刑事責任。明太祖洪武十四年，也開始透過里甲組織管理戶

 
8 《日講禮記解義》是康熙帝在經筵所講的經文內容。雖然早年沒有刊印，但是有經過康熙帝御訂。乾
隆帝十四年下令校對刊印，為武英殿刊本，表示這本書是皇帝自己特別看重。日後又收在四庫全書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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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並且制定嚴厲的邊境管制，不得私自出海。明代中葉，福建沿海地區倭亂嚴重，

內地礦區也是常有礦徒聚眾對抗官府。嘉靖年間開始奏請推行保甲法，一則以確實的

戶口制度杜絕流民流寇，再則以武裝動員民間力量，對抗盜匪。萬曆年間，保甲制度

出了冊籍記錄之外，也加上了連坐法，並結合鄉約，加強鄉里組織的權力（薛理禹 

2019）。  

鄉里教化與宗祠制度，強化了清朝延續自明朝的保甲制度。雍正朝所制定的保甲

條例，使得保甲制度不僅只是輔助性的戶籍編制，而在鄉里宗祠的組織基礎之上，積

極管理治安，控制人民，以「弭盜、摘發、守御」（常建華 2013）。雍正帝重視鄉里教

化，將《聖諭廣訓》頒布全國，系統性闡述康熙的《上諭十六條》。如程頤所言：「管

攝天下之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心不忘本，須是明譜系，立宗法也。」族規以三

綱五常為基礎，規範全族思想行為，不得犯上，必須謹守分際（林存陽 2010a; 

2010b）。鄉里教化與宗祠制度結合保甲制度，強調以「孝」治天下，以孝悌人倫為準

則與規範維繫一族人心，地方宗族為治理單位，加上保甲制度的穩固，正可以全面收

編。 

清初數朝除了編輯典籍，設置學校，頒布通禮，進行科舉考試，加強鄉里宗祠約

束之外，從康熙、雍正到乾隆時期也持續進行了文字獄。清朝 268年內，有兩百多起

文字獄。順治時期的明史案持續到康熙，前後延續 16年，牽連兩千多人。十八位直接

參與修訂的人中，十七人被凌遲處死，已死者則被發冢開棺，斷頭戮屍。康熙時期的

《南山集》以及雍正時期的「查嗣庭試題案」與「呂留良案」，已經透露出各種被舉報

為「悖逆」、「不敬」的罪名，多半是挾怨報復而羅織罪名，但是輕則杖責流放，重則

誅殺，甚至牽連九族。乾隆時期文字獄最為頻繁，也最為嚴酷，銷毀書籍共約一萬一

千多部，銷毀書版達八萬塊，涉及三千種圖書，案例遍佈二十多個省份，成為全國性

的現象（金性堯 1989; 尹金欣 2011）。清朝文字獄期間，組織嚴密的保甲制度與連坐

法，更高度發揮了思想控制與監控異議份子的作用。禮部頒定法規，刑部執行懲罰。

明代的酷刑種類繁多，包括凌遲、梟首、斷手、刖足、去膝蓋、閹割、剝指、剁趾、

抽腸等，在清朝也全面沿用，甚至在雍正與乾隆時期更為嚴酷（張運明、王瑞

2008）。 

儒表法裡或陽儒陰法的說法，其實也還並未觸及真相。歷朝歷代延續的儒教治理

技術以及其物質性的全國部署，讓我們看到儒法並用並輔之以刑的管理，並且越是講

求禮法，越見其殘酷嚴苛的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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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下征戰的殘酷地形學 

中國歷代的南征北伐，造成無數鄰族鄰邦或是邊疆民族的滅亡。在不同部落集團

相互征戰，或是帝國擴張時期，邊界的移動總是造成動則數十萬人的死亡。這個變化

曲線也代表了疆域變遷的殘酷地形圖。9  

揚雄在《長楊賦》中描述： 

鬻作虐，東夷橫畔，羌戎睚眥，閩越相亂，遐氓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

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驃衛，汾沄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

駭蜂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

相夷；靡節西征，羌夔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

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亡邊城之災，

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並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浮沉，洋溢

八區；普天所覆，莫不霑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揚雄 n.d.）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揚雄筆下的「朝廷純仁」、「尊道顯義」、「聖風雲靡」，顯然

就是中國歷代文人所慣用的修辭位置。然而，這種「王道」與「普天所覆，莫不霑

濡」的代價，就是在漢武帝五十四年在位期間，打了五十年的仗，「海內虛耗，人口

減半」。衛青七次遠征匈奴，斬獲五萬餘人。魏去病六次出擊匈奴，斬獲十一萬餘

人。南越、東越、西南夷、朝鮮等地的征服，同樣也是始於征戰，終於土地佔取兼

併，移民屯田，設郡屯卒。漢代邊疆族群不是被強迫驅離，就是被同化，例如大月

氏、匈奴、越、苗、傣（李唐 1979: 37-64）。 

漢武帝加強中央皇權對於地方王侯的控制，借重董仲舒所提出的大一統思想，獨

尊儒術，加強教化，設立太學，廢百家之書，執行重稅，鹽鐵專賣，均輸平準，貨幣

統一，土地兼併。凡此種種治理技術，使得漢武帝時期，權力全面集中於中央。除此

之外，漢武帝時期北伐匈奴，西通西域，東討朝鮮，南定百越，平定西南夷，征服西

羌，使得漢代疆域擴張到當時史無前例的地步（李唐 1979; 范文瀾 2009）。 

 
9 本人參考巴禮巴（Étienne Baliba）在〈殘酷地形學大綱：全球暴力時代的公民身分與文明性〉
（“Outline of a Topography of Cruelty: Citizenship and Civility in the Era of Global Violence”）（Balibar 
2004）所提出的概念，轉而討論中華帝國歷代天下疆域的變遷，標誌了殖民擴張的殘酷地形圖。在
〈殘酷地形學大綱：全球暴力時代的公民身分與文明性〉這篇文章中，巴禮巴討論「文明性」

（civility）這個充滿曖昧的詞彙。當巴禮巴分析全球化以及「文明性政治」之「殘酷」地形學時，
他指的是系統性、經濟結構或是道德意識形態的暴力。在各種歷史過程以及當前地緣政治之下，

「文明性政治」造成了南／北、核心／邊緣、邊界內外的殘酷地形分佈，讓我們不斷看到特定地區

似乎注定了貧窮、戰爭、死亡的命運，也看到在社區鄰居之間以公民邏輯為原則的種族隔離與邊界

劃分。亦可參考劉紀蕙〈佛洛伊德、巴禮巴與「文明性」的悖論：政治拓撲學的難題〉一文對此的

進一步分析（劉紀蕙2024: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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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贊（2008a: 175）的《中國史綱》第二卷《秦漢史》中，評論漢武帝當時「簡

直在戰爭中瘋狂了」。這並不是誇張之詞。只要看一下歷代戰爭中屠殺的人數，便可

以一探這種瘋狂的程度。西元前 260年戰國時期秦軍將領白起在長平指揮士兵屠殺四

十萬趙國戰俘（司馬光 n.d.: 卷五）。10 五胡十六國時期，魏平帝冉敏於西元 350年

發動後趙漢人屠殺胡人，無分貴賤男女老少，死者超過二十萬人（司馬光 n.d.）。西

元 395年北魏軍在參合陂之戰擊敗後燕，屠殺降兵四、五萬人（ibid.: 卷一百零八）。

西元 878年唐末民變領袖王仙芝軍隊焚燒掠殺江陵城十萬戶，將近四十萬人死亡（司

馬光 n.d.）。西元 879年，黃巢軍屠殺廣州穆斯林人、波斯人、猶太教等近二十萬

人。蒙古軍於 1211年到 1214年間的貞祐之亂，屠殺女真族約五百萬人（托克托

n.d.）。蒙古軍於 1225-1227年年間屠殺西夏國黨項人約三百萬人，1227年，西夏亡；

1234年，金亡（范文瀾 2009）。明末清初 1644-1681年間張獻忠、吳三桂、南明軍、

清軍在四川混戰，死亡人數將近上百萬人。1645年 5月 20日，清軍攻佔揚州屠城十

日，八十餘萬人死亡。清軍攻破嘉定、江陰、金華、同安、南昌、大同、廣州後屠

城，1645 到 1650年之間先後屠殺共約二百餘萬人以上死亡。1755年到 1757年間乾隆

皇帝征服新疆地區準格爾部，進行滅族，約五十萬人死亡（Perdue 2010; 2021）。 

 這些駭人的死亡人數，僅只是眾多事例中舉其數端而已，卻已經凸顯「移動」的

「天下」所同時暴露的殘酷地形的曲線。此外，這些「移動」，也不必然是在無限擴張

的邊疆地區，也同時會發生於不穩定的中原地帶。不同的王朝，以自身的「天下觀」，

試圖與他人的「天下」較勁，成王敗寇，而降者為奴。 

中國的軍事文化一向也較少被分析。但是，迪宇宙（Nicola Di Cosmo ed. 2009）所

編輯的《帝制中國的軍事文化》（Military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收錄十五篇論

文，探討從先秦到清代的軍事文化都十分被重視。唐朝的邊境國家戰爭，例如突厥與

吐蕃，充分展現了軍事文化在邊境防禦與擴張的作用。明朝修建長城，發展海軍，也

展現了中國在海防戰略上的努力。清朝在順治、康熙、雍正、乾隆數朝的擴張，更是

抬高了兵武文化的優勢。 

回到中國的歷史事實來觀察，我們也會發現殘酷的行為也並不只發生於改朝換

代、南北征戰、擴張領土，而更發生於穩定朝代的內部穩定治理之技術。如前所述，

在儒教禮法高度發展的中國，同時也並存著歷代極為繁複的酷刑制度、奴隸制度、徭

役重稅、強佔土地、買官鬻爵、控制礦產鹽產等資源壟斷技術，在在都展現了治理的

 
10 雖然有司馬光《資治通鑑》的記載，但是，關於長平之戰的死亡人數先有朱熹，後有錢穆提出質
疑。無論如何，趙軍被殲滅或是降伏後被坑殺，都是事實，也有民間傳說以及考古遺址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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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這些治理術中，尤其是奴隸制度、酷刑、保甲連坐法、東廠西廠、文字獄，使

得無數的流民賣身為奴或淪為流寇，異議份子無處可棲。中國各朝各代的農民起義，

都是已經沒有生路，鋌而走險，無法討得公道，只好選擇叛亂一途。 

循著本文思考的脈絡，自然便會出現一個根本的問題：為什麼原始暴力的殘酷，

會持續出現在這個以王道、仁義、禮儀自我誇稱的中華文明之中？或者，換一種問

法：為什麼需要這一套說辭以及體制，來維繫這個「天下」？為何宣稱佔有「天下」

的王道帝國，本身便具有擴張與殖民的暴力性格？中國的儒教禮儀教化，是否正和西

方帝國殖民過程中以基督教為名啟動的文明化過程，如出一轍？ 

葛兆光所強調的移動但是維持穩定的「文化共同體」，汪暉所提出的多重世紀時間

與跨體系社會，趙汀陽所提出漩渦論天下體系的深層基因密碼，杜正勝所提出的天下

觀相對於四裔，而展現於五服、王會和職貢的古典基因，或是許成鋼所提出「郡縣官

僚制、土地皇權制以及科舉制度與意識形態控制」的制度基因（許成鋼 2024）11，何

者能夠解釋中華帝國延續性的殖民性格呢？什麼是中華文明不斷復出的文化基因呢？ 

本文認為，「基因」並不是一個適當的解釋。我們應該從這套治理術層層覆疊的

物質部署與制度結構來思考。如本文所指出，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套中華帝國具有體制

性的天下論述，揉合了儒教政治神學及其物質部署，可以被不同種族挪用，也可以世

代修改而更加完善。中華帝國的天下觀是一個君臨天下的視角，既是治國野心，也是

合理化修辭，更是結合了儒教政治神學的一整套物質性部署。這一套以儒教為基礎的

政治神學，包括從鄉里宗祠出發強調禮法與名教的教育體系，銜接郡縣官僚機構的科

舉考試，透過刑律與文字獄而穩固的社會秩序，也包括從軍事征戰到朝貢冊封的文明

化技術——這些技術層層建立了多重牽動而全面控制的禮教名分社會。 

我曾經指出：「中文世界以禮節來維繫並穩定人際之間的相對關係，以名分來界定

每個人應守的位置，進而以儀式來強化身體性的記憶，恰恰落入了黑格爾所展開的文

明性政治以及巴禮巴所說的文明性霸權策略：以倫理與常態規範建立公民責任；文明

禮儀的維穩表象之下，則隱藏著不同形態的殘酷暴力。」（劉紀蕙 2024: 37）當文明

性（civility）成為了政治，意味著禮貌、禮儀、客氣等文明規範，都是為了達到共同

體對於常態、行為、思想、判斷、道德的共識而執行的政治操作。循著這個過程，文

明性政治完成封閉性的想像認同模式。透過禮儀教化與倫理規範，加上身分認同與公

 
11 許成鋼（2024）曾經在《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一書中，指出中國極權主
義制度的三位一體，也就是郡縣官僚制、土地皇權制以及科舉制度與意識形態控制。這個三位一體的制

度，構成了不斷延續的制度基因，更嫁接了蘇聯極權統治的體系，而在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繼

續革命」，而穩固了區管式極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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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治，這種文明性政治操作可以執行各種形態的邊界政治與排除機制。然而，這種

透過機構與論述而操作的政治暴力，是以隱匿的方式進行，而成為不可見，甚至成為

無意識的驅動力。12 本文的意圖正在於直接討論中華帝國儒教政治神學充滿悖論的

「文明性政治」及其殖民性格。 
 

四、21 世紀天下秩序的轉型 

本文同樣關心的問題是：為何 21 世紀會再度高調出現「天下論述」？21 世紀的天

下佈局，如何實踐了中國的天下構想？「天下」這個詞彙所牽動的發言視角與物質環

境，發生了什麼改變？當代的「天下」圖景要透過什麼樣的基礎建設來支撐？如何透

過論述構成以及物質實踐而達成？ 

更具體的說，什麼樣的自我想像，會構築出 21 世紀的「天下」視野？這個「天

下」的競爭對象在何處？當代中國崛起的天下擔當，「天下一家」、「和諧共生」，

是要透過中國的「一帶一路」或「數位絲路」來完成嗎？或者，其他的政治角色也要

加入這個「天下」的競逐，如目前美國所搭建的各種部署？ 

 近三十年在大陸風起雲湧的中國和平崛起論述，伴隨著儒學復興運動、大一統、

通三統、新法家的大量出版，展現出了龐大的「天下」論述版圖。除了趙汀陽的《天

下體系》一系列著作之外，蔣慶與甘陽（蔣慶 2014a; 2014b; 甘陽 2007）等人強調恢

復中華文明的特性與共同的文化認同，朝向大同世界的「太平世」，「天下將無國土

之分，無種族之分，無兵爭之事」。中國內部以及國際學界也出現了無以數計的「天

下體系」論述以及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著作，或是類似「建構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

本體論」、「建構中國崛起的對外文化戰略」、「如何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

理論」（閻學通 2009; 2013; 秦亞青 2021）。 

中國的天下體系視野，透過「一帶一路」計畫，展開了多方位的全球網絡。13 

2013年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One Belt One Road），該年 9月 7日在哈薩克

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的演講中，習近平以漢代張騫出使中亞，開闢連結歐亞的絲綢

之路作為引子，期待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一帶一路」的倡議強調和平合作、

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互贏、經濟共榮、貿易互補、民心相通。截至 2024年 3

 
12 可參考（劉紀蕙2024）。 
13 這一系列的行動，包括改革開放以來的「走出去」戰略，以及從鄧小平、胡錦濤到習近平的階段性
的五年計劃—1992年八五計畫：「沿邊開放戰略 」（Open Border Cities）；1996年九五計畫： 
「走出去戰略」（Go Out Policy）；1999年西部大開發。2002年啟動的孔子學院（國家漢辦），十
年內，耗資二十億打造孔子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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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已經有 154 個國家和 32 個國際組織，簽署了 200多份「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習

近平在 2023年 10月 18日在北京舉行的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致

詞中表示，過去十年已經建設了「一帶一路」的「大寫意」，也已經進入了「工筆

畫」階段，「把規劃圖轉化為實景圖」，「從硬聯通擴展到軟聯通」。習近平

（2023）強調，「人類是相互依存的命運共同體」，因此，絲路精神是「和平合作，

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 

 

圖 7 一帶一路經濟走廊及其途徑城市地勢圖（未來智者 2023/10/18）。 

  

中國約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國際貿易採取海線，因此海上絲路是一帶一路的重要一

環。由中國企業建造的港口有 62 個，中國企業擁有並且經營的港口有 54 個，總數為

116 個海外港口。中國的一帶一路打開了遍佈世界中國經營的一百多個海外港口以及

更多的海外經濟特區，控制了全球石油運輸以及商業軍事樞紐（choke point）的重要

港口與海峽。14 為了要掌握對於海外港口的主控權，中國將深圳的特殊經濟區模式，

擴展到海外港口的特殊經濟區（SEZ，或是海外經濟貿易合作區（Oversea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s）。所謂「深圳模式」的特殊經濟區，是指「港口-園區-城

市」（Port-Park-City）的三層結構，結合了在前端的港口負擔倉儲與運輸的流通功

能，中間的園區負責加工生產的各式工廠，後端的城市則提供各類餐廳、旅館、遊樂

 
14 包括巴拿馬運河、出入蘇伊士運河的吉布地港口（Djibouti），荷姆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 ）的瓜
達爾港口，麻六甲海峽。多數港口城市租借給中國60年或是99年，包括馬六甲門戶（Malaka 
Gateway）99年，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Hambantota）99年，馬來西亞的關丹（Kuantan）60 年，汶
萊的摩拉港口（Muara）60 年，緬甸的皎漂（Kyaukpyu）50年，馬爾地夫的婓度婓諾羅（Feydhoo 
Finolhu）50年，巴基斯坦瓜達爾港口（Gwadar Port）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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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等服務。中國在港口城市附設了經濟特區，提供園區土地以及免稅（關稅、貨物

稅、營業稅、服務稅等）、免審、免檢、快速通關、特殊行政管道等優惠，以吸引中

國以及外國投資者開發。156 個海外特殊經濟區或是海外經濟貿易合作區中，139 個座

落於中國簽訂一帶一路協議書的國家中。此外，當前中國一帶一路的策略，控制重要

海港，使負載高達百分之八十五的吉布地（Djibouti）將通往蘇伊士運河的紅海軍港讓

給中國，或是中國要在泰國開發克拉運河（Kra Canal），避開馬六甲海峽，以及中國

買下的斯里蘭卡的科倫坡港（Colombo）、巴基斯坦的克拉蚩（Karachi）與瓜達爾港

（Gwadar）、埃及的塞得港（Said）、土耳其的康普特港（Kumport）、希臘的比雷埃

夫斯港（Piraeus）、馬來西亞的巴生港（Klang）與皇京港（Melaka Gateway）、澳洲

的達爾文港（Darwin），都是發展掌控咽喉點的戰略，確保能源通道不受其他國家影

響。這些港口都是商業物資以及軍事戰略的物流部署重要據點。中國的一帶一路策

略，逐步掌握咽喉點（choke point），替代了 19 世紀與 20 世紀的殖民擴張控權，展

現了中國介入全球經濟貿易版圖的 21 世紀戰略地圖規劃。15 正如本人(Liu 2020)在

〈一帶一路，物流與全球基礎設施：新世界秩序，圍棋，或是勢的部署〉一文中所分

析，中國的一帶一路所鋪展出的，如同一場漫長的圍棋，是一個掌握天下局勢的長時

段規劃。 

另外一個快速發展的現象，則是數位絲路帶動的智慧城市以及數位監視技術。根

據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趙磊的說法，「一帶一路」

自 2013至 2023年的十年經驗，目前不僅要「走出去」，還要「走進去，走上去」。

解決技術上「卡脖子」的問題，讓世人接受中國企業的文化價值。除了將基礎建設的

「硬聯通」假設好之外，還要有規則標準的「軟聯通」作為支撐，加上共建國家的

「心聯通」。更重要的是要講好故事，更新故事，積極推動數字絲綢之路，包括 5G，

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興基礎建設，以及綠色絲綢之路與健康絲綢之

路。2017年啟動的數位絲路積極發展大數據、雲端運算以及智慧城市。中共於 2019

年執行「天網計畫」（Skynet），稱之為「雪亮工程」。全國三分之一的縣市都購買

了監控設備。天網配合著 2014至 2015年積極推廣的「網格化管理」，由多個網格員

分別負責管理各個網格內的居民事務，包括資訊採集、政令宣導、排查糾紛等，儼然

將歷史中的保甲制度復甦於當代（張捷、王詩宗 2024）。2023年由德國與荷蘭合作製

 
15 東南亞與南亞國家最早簽訂BRI協議，並且開發特殊經濟區的港口城市包括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
（Gwadar）以及中巴經濟走廊，緬甸若開邦的皎漂經濟特區（Kyaukphyu SEZ），柬埔寨的西哈努
克港經濟特區（Sihanoukville SEZ），寮國的磨憨／磨丁經濟特區（China–Laos Mohan–Boten 
SEZ），馬來西亞的馬六甲港灣（Malacca 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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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張嘉玲導演（Zhang 2023）的紀錄片《全面監視》（Total Trust），充分顯示出中

國監控威權的內幕。中國利用智能科技以及大數據監控系統，透過天網系統、社區網

絡以及社會信用體系，對人民進行全方位的控制，在疫情期間尤其嚴峻。保甲制度模

式的「網格化管理」以及街坊鄰居打小報告的參與式監視體系，也發揮的淋漓盡致。 

圖 8 中國科技公司海外據點，包括光纖電纜、5G 基礎設施、智慧城市和資料中心

（ASPI’s International Cyber Policy Centre 2026）。 

 

海康威視從輝達公司（Nvidia）購買了可編程晶片，可以訓練人工智慧演算法。

2019年，海康威視銷售超過一百五十個國家。華為、海康威視（Hikvision）以及大華

科技（Dahua Technology），在全球生產佔全球總量百分之四十的監視器，提供八十

多個國家使用中國監視技術。觀察家指出，中國正在輸出威權主義（Hillman 2021; 

Miller 2022; Liaropoulos 2022; Bradford 2023）。根據 2024年的一份統計，已經有 6000

個科技企業在 BRO 的入口網站註冊，其中超過三分之一投入科技產業，至少有 16 個

國家簽訂的數位絲路的協議書。16 中國科技公司已經建造了 116 個智慧城市，其中有

70 個國家是 BRI 的夥伴國家。除了提供無線網路、5G網絡、建造智慧城市、安全城

市之外，華為還協助當地政府建造監視系統（Institute for Computational and Data 

Sciences 2024）。由中國杭州海康威視開發的監視器，甚至可以進行種族化的臉部辨

識，而針對新疆維吾爾族人進行監視。中國在全球各國設置了海外警務站、海外

110、「數位天下、天涯若比鄰」、警僑事務海外服務站，共計 102 個據點，監視海外

 
16 亞洲國家包括孟加拉、寮國、緬甸、巴基斯坦、新加坡、南韓、土耳其。中亞國家包括卡薩斯坦、
吉爾吉斯坦、烏茲別克、圖門尼斯坦。非洲包括安哥拉、吉布地、埃及、衣索比亞、肯亞、奈及利

亞、桑比亞。中東包括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拉丁美洲包括古巴、墨西哥、秘魯。歐

洲包括捷克、匈牙利、波蘭、薩爾維亞、愛沙尼亞、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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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者或是異議人士，並強行執法。這些無處不在的監控系統與數位設施，以及向外

蔓延的警僑事務海外服務站，似乎說明了趙汀陽所提出的世界的「無外」監護體系，

監護世界以共在為存在的方式。 

這些物質性的全球部署，就是我們眼前看到正在發展中的世界局勢。趙汀陽所說

的「新天下主義」提供世界的「無外」監護體系，監護世界以共在為存在的方式，就

是這個「天下」圖景？ 

目前多極化的世界局勢，是否有不同的強權要介入這個天下圍棋的棋局？ 

 

五、結論：「餘」的位置與視角的轉移——共生的起點 

當「生」的意志旺盛，生生不息，擴張空間，建立天下秩序。這個「天下」能夠

容納同一個空間之內不同意志的「生」嗎？ 

中國歷代君王多將天下土地與人民視為自家的財產，山林川澤收歸國有，鹽鐵專

賣，壟斷貨幣，納重稅，以至於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流民遍野，甚至易

子而食的情形，屢見不鮮。面對君主專制，土地財富被權貴私有化，掌權者以仁義之

名遂行私欲而殺奪，我們要如何揭露這種被儒教政治神學所支撐的「天下」權力背後

的制度性複製與自我合理化的殖民認識論？ 

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約 1943年）維吾爾族歷史學者翦伯贊撰寫〈略論中國史研

究〉時，造已經指出一個重要的史觀：要理解中國歷史全面的運動，不能夠僅看漢族

歷史，而要同時看周邊民族的歷史，包括蒙古高原系人種，以及南太平洋系人種。帝

國歷朝歷代持續受到周邊民族的威脅，例如周朝的嚴允，秦漢的匈奴，晉的五朝，南

北朝的鮮卑，隋的吐谷渾，唐的吐蕃、南詔，宋的契丹、女真、韃靼，明的瓦剌、阿

魯台、女真。中國從周代開始到秦漢隋唐各朝，由於其發展擴張以及周邊民族之間的

折衝，也牽動了中亞以及歐洲的歷史過程。由於這些相互牽動的歷史，中國也從周代

開始就先後接觸了希臘文化、羅馬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翦

伯贊 2008b: 9-12）。17  

 
17 翦伯贊舉了兩個漢書提及的史實為例，說明兩漢期間西域種族擴張所牽動的歐洲歷史：西漢初匈奴
南遷，迫使原居於甘肅山谷間的月氏人西遷，越過蔥嶺，而驅逐了今阿姆河地區的希臘人勢力，使

原先居住於烏孫國（今吉爾吉斯坦、新疆與哈薩克的交界處）的塞迦人（Saka）南遷至罽賓
（Jibin，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及休循（今吉爾吉斯坦）等地。月氏隨之又攻克希臘－巴克特里亞
王國（Greco-Bactrian Kingdom)，在巴克特里亞（Bactria）定居，使「大夏」向其臣服，而成為了中
亞的共主，也使得西羌的一支西徙中亞。另外一例則是兩漢北擊匈奴，北匈奴開始西遷，擴及歐洲

多瑙河流域及波河流域，造成歐洲東北諸族的威脅，而加速了日耳曼人的南遷，從而促成了西羅馬

帝國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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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這個重要的史觀之外，我認為翦伯贊提出的方法論更值得我們參考。18 翦伯

贊強調，除了不能夠將中國歷史抽離於世界歷史之外，還必須從龐大的歷史資料中，

析理出貫通於千頭萬緒的歷史事實之中的「原理」，瞭解歷史發展所表現出的現象

「怎麼樣」發生以及「為什麼」如此發展。翦伯贊反對僅以編年史記事或是作傳；傳

統編年史學雖然有類聚條分之效，卻無法整理錯綜複雜的邏輯。他也反對清朝乾嘉學

派所強調「點點滴滴」疏通訓釋輯補的瑣碎工作，更反對以外來的歷史學科原封原樣

地輸入中國，而使得中國史成為西洋史的翻版。翦伯贊強調，中國歷史既不是例外，

不會脫離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法則，也不會在一般法則之下失去了其內部發展的特殊

性，也就是歷史過程中的社會客觀條件以及當時受牽動的人物主觀行動之間的辯證關

係。進入了中國歷史豐富的資料，便可以分析不同歷史時刻的社會經濟內部軋轢的政

治表現，也可以思考對於這些社會經濟狀況回應的改變或是保守的作用。翦伯贊指

出，這些主觀的作用可能會帶出例如張騫、班超、衛青、霍去病等人協助朝廷在兩漢

期間對西域擴張經營，也可能會帶出例如石敬瑭出賣燕雲十六州，導致契丹對宋朝的

威脅；汪伯彥、秦檜、張邦昌、劉豫等人的賣國投降，而導致北宋滅亡；洪承疇、吳

三桂等人開門揖盜，引滿人入關；更可能會有不同的人物領導農民叛亂，帶來變局。

在這些無數的個人活動中偶然的湊合與相續的遞嬗，構成了中國歷史的運動與發展。

若要準確掌握這些變化的內部邏輯，便必須研究不同對立集團的內部分化與變動，例

如中國歷史中的宗藩、外戚、宦官、地方仕紳等，以及內部矛盾牽動的外部邊疆民族

之間的矛盾變化，以便理解中國歷史中社會關係以及制度變遷的複雜因素（翦伯贊

2008b: 7-22）。翦伯贊的這種觀點，就是我所謂的多點漩渦運動的重疊、交會、分歧

的動態歷史過程。 

歷史過程並不是單一向心漩渦的重複發生，而是不同權力中心與不同的存在意志

出發，而發展出不同幅員的擴張運動。歷史運動多點進行的多重權力漩渦，以物質辯

證的往復交會萌生，就是我們要討論的「歷史本體論」，也就是歷史運動的「存在－邏

輯」（onto-logy）。歷史環節中持續進行式的存在運動，並不是預先決定的目的循著線

性發展，而是在不同歷史時空與不同物質條件、不同背景的行動參與者偶然交會形成

的。我們可以透過多點漩渦的模式來思考這個複雜的過程：所謂的「中原」，只是其中

 
18 余英時稱翦伯贊是燕京大學「四大真空管」之一，質疑其學問空疏，並且懷疑其著作在史學上的地
位，也懷疑後人是否能從他的著作中繼續得到啟發，見（余英時2010/07/29）。然而，我並不同意余
英時的批評。我認為翦伯贊提出的方法論，正好提供了靠近歷史現實，並且從歷史事實中思考起原

理，也就是方以智所言「物」之交會的「所以然」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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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聚點。同時段發生的多點運動，或大或小，可能會重疊，也可能會被併吞，更

會有不同的歷史敘事出現。 

王夫之（n.d.）曾經提出，土地不是帝王的私產，而應該歸耕者所有。「若土，非

王者之所得私也，天地之間，有土而人生其上，因資以養焉。有其力者治其地，故改

姓受命而民自有其恆疇，不待王者之授之。黃宗羲（n.d.）也曾經批評，皇帝將天下視

為自己的產業，「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任意「敲剝天下之骨

髓，離散天下之子女」。類似王夫之與黃宗羲等人能夠對當朝皇帝提出質疑與變法芻議

的思想家，歷代也不乏其人。 

如何能夠在天下的範疇之下，退一萬步，直指其運作邏輯的偏差，這就需要思想

的方法論以及視角的轉移，或是我要提出的「餘」的辯證批判視角。 

我曾經透過明末清初方以智的「餘」的觀點，討論如何能夠不囿於權勢與名教，

而可以質疑當代掌權者以仁義之名遂行私欲私利而殺奪的行為（劉紀蕙 2023）。此

處，我要再次藉由方以智的觀點，說明相對於「天下」的盈滿而膨脹的視角，「餘」的

視角如何可以成為分析與批判的起點。 

 以方以智（2018a; 2018b）的說法，「角、徵、羽」是「商」之餘，「商」是

「宮」之餘，意味著五音之轉移之間，後者為前者之「餘」，前者亦為後者之

「餘」。五音為無聲之餘。方以智又說，「人適所用，以無用者為餘；知無用之用，

則有用者為餘矣。不易有用之用非無用之餘，豈以無用之用廢有用之餘耶？易無體而

前用者，善用餘也，即餘而一其體用者也。」有用與無用，也是有無相生、相互轉換

的位置。由此可知，「餘」的位置不是固定的，而是相對的、動態的，是在物質條件

的可見處觀其不可見之「勢」與「理」的視角。 

前文的論述已經指出，「天下」是一個特定的視角，是具有政治神學基礎所支撐

與展現的治國野心；「天下」的視角牽動了物質性的體制、機構、法令、學說、軍事

部署、以及征戰行動。從不同的主觀位置與歷史情境出發，「天下」可以展開無數不

同說法，也可以被不同的主體位置所挪用，並且以抽象理想的烏托邦藍圖，來合理化

自身的擴張佔取行為。 

相反地，從「餘」出發，轉換視角，在「天下」的極限之處思考，則可以啟動分

析與批判的思想運動，檢視這個天下視角的膨脹如何造成實質上的壓迫體制，以及如

何遮蔽了無法出現的「餘」。此外，「餘」的位置轉換，不僅只是流動變化，而是在

不同的物質結構下調動視野，維持先後、陰陽、動靜、明暗相對並存的辯證張力，而



 36 

觀察其發展的趨勢。如果徒守後而忽略了前之倏忽即逝，便是執著於一而廢百。因

此，「餘」並不是一個固定的視角或是永遠流動的位置。 

「餘」提供的不是相對於「滿」的固著僵硬位置，而是在物物交會之際，觀察其

陰陽動靜的不同趨勢與所以成之理，其權勢之所依以及如何會造成憂患、悔恨、恥辱

的「憂悔吝」的位置。 

分析趨勢可徵之「幾」與幾之「表法」，就是方以智提出的「物論」的符號學，

並且提出「疑人之所不疑」，進而「疑法何以謂法之法」。 

在天下視角之下，征戰擴張必然是前鋒，「禮法」與「名教」則是用來穩定倫理

關係的說詞工具與治理技術，而「刑」必然隨之而來。康、雍、乾時期所高度張揚的

禮教，制定各種禮儀典章制度，編纂禮記、大清通禮、四庫全書，強調以「孝」治天

下，鼓勵宗祠鄉里的尊卑名分之約規，穩固保甲連坐制度，進而廣蒐遺書而執行文字

獄，銷毀數萬部書籍，牽連數代上千萬人，就是從禮到法的完整治理技術。 

思想控制造成的效果，便是無法發言的恐懼。如同譚嗣同曾經說明過，權勢積累

者以「忠孝」、「天命」、「國憲」等「共名」，來固定尊卑等差的對待關係，區分

善惡區分，作為刑罰之依據：「中國積以威刑箝制天下，則不得不廣立名為箝制之

器。如曰仁，則共名也。」這種遮蔽天下的名教，如同「丰其蔀，日中見斗」，造成

了人世間認識事物的黑暗狀態。譚嗣同指出，「此其黑暗，豈非名教之為之蔀耶?」在

此體系之下，施政者與追隨者皆毫不懷疑地遵從此體系之「法」，並執行其「惡」，

嫌忌、侵蝕、齮齕、屠殺，而「人不以為怪」。相對於共名與專名，譚嗣同強調要維

持心之「微生滅」，保持 「通」的狀態，也就是破除以「共名」與「專名」所設之內

外與層級，破除彼此與我他之別，破除對待，以「變」來達到「平等」（劉紀蕙 

2011: 192-193, 197-198）。 

這個破除對待的「通」與「變」，揭露「天下」膨脹視野之極限，就是「餘」的

視角。方以智提出的「因物知則」，是要分析物物交會之邏輯。這個視角必須在不同

的時間交會點，都能夠根據交會時刻的歷史時空與物質條件，分析世變的趨勢，並且

觀察單一視角所無法意識到的邊緣。從這個「餘」的視角觀看，才能夠分析「義隨世

變而改」的「所以然」之理，並且直指單一視角以及名教體系的遮蔽邏輯。 

一般討論殖民性的學者，多半以歐陸帝國擴張的海洋時期作為起點，並且認為殖

民主義是作為種族治理的權力關係，與現代性相互生成。這種論斷侷限於歐美、南亞或是

拉美學者所批判的歐洲中心主義以及以西方所定義的「現代性」。但是，如何定義「現代

性」？為何是「西方」？殖民體制為何不會在「東方」發生？17、18 世紀康熙、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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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間的土地擴張，軍事征服深入中亞與東北亞，版圖擴張比明朝超出達到 900萬

平方公里的差距。這個征戰過程中同化與殲滅的族群地區，包括青海、新疆、西藏、

內蒙、貴州、四川、雲南。以「天下」統攝周邊地區，加諸以「禮制」對待，文字獄

鞏固，建立種族差別對待，這算不算是「現代性」？或者，就以「天下治理」的「殖

民性」來理解，會更為準確？ 

相對於「天下」的膨脹視野，我認為，以方以智所提出的「餘」的物質辯證視

角，分析事態趨向之「幾」以及可徵之「符」，指出作為中介的「名」與「法」的體

系，以及體系性權勢運作的壓迫模式，是分析與時俱進、具有差異性治理機制的殖民

體制的起點。如果能夠透過「餘」而打開一個轉換的空間，進而批判被佔滿的制度與

壓迫性的秩序，以相對位置思考彼此的「生」，或許才能夠空出無數個可以「共生」

的空間，也才是解開殖民認識論的批判思考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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